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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大都市：上海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分析
①1

孙秀林，施润华

【摘 要】：本文使用 2017 年“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从理性选择、社会支持和社区参与三个维度探讨其

对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住房、户籍和婚姻是影响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的最主要因素，

而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参与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理解新社会阶层的都市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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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变化，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流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深化，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1]
。

原来高度同质化的结构日益向异质化的结构转变，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

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产生出具有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价值趋向、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新社会阶层。这种结构性的转

变形成所谓的“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类群体，前者构成这个社会的主导群体，后者则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次群体，有着自

身独特的社会地位特征、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和社会态度。

伴随着中国社会迅速的转型过程，新社会阶层迅速发展，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7 年 1 月 4 曰，中央统战部官方微

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刊发的《（印象 2016）数据告诉你不一样的统战》披露，当前中国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 7200

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 95.5%）。2016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5 年底，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为 4.041 亿，新社会

阶层占城镇就业总人口近 18%，更有研究估计他们掌握或管理着约 10 万亿元的资本
[2]
。

新社会阶层是新时代变化的产物，是传统体制不能涵括的一类群体。这类社会群体往往占据了特殊职业地位，存留在体制

之外，并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与体制内群体相比，新社会阶层一般是髙风险、高收入、高消费群体。在享受

髙薪的同时，新社会阶层也承担着破产、失业的风险。此外，新社会阶层成员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可变性，群体成员更具有自

主自立、风险意识、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
[3]
。也有学者认为新社会阶层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但整体的阶层意识淡薄，

是参政议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缺乏利益诉求的途径，阶层之间的话语权也存在较大差别
[4]
。还有学者总结了现阶段我国新

社会阶层具有的十大特征：人口构成上以“新生代”为主体；经济地位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但收入分化；空间分布上呈现以

大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态；职业分布上知识型、技能型特征明显，岗位变动频繁；业态上呈现“体制外”生存特点；群体类型

上分化组合形态多样，群体自我扩张、进化能力明显；社会交往上“线下线上”交错，关系网络复杂，跨群体触发能力强；利

益诉求上因来源不同而各异其趣；政治立场上支持深化改革开放，但对社会有一定批判性；价值观念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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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都市中生活、工作，大都市的高效运转及其

独特魅力吸引着人们不断地集聚于此。但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改变，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髙压生活之下，越来越多的

城市居民开始选择迁移，出现逃离大都市的现象。《纽约邮报》的一项调查发现，2010 年以来，纽约市都会区的本土移民数下

降了 90 多万人。这意味着，7年以来，离开纽约去往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比从美国其他都市区来纽约的人数高出近 100 万
①2
。

在中国，新社会阶层同样面临着日益加快的都市社会竞争，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绝非一般，其自身也面临巨大的社会

生存压力。城市高昂的房价，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稀缺，以及生活成本的曰益提升，都促使新社会阶层加入逃离大都市的浪

潮中。

当今中国大都市中的生存压力主要来自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户籍问题。城市中的工作、福利、社会保障等切身利益与户

籍制度紧紧连在一起，户口被视为居民身份的主要标志，拥有本地户口就意味着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制度性保障，对新社会阶

层来说同样如此。虽然部分新社会阶层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获得本地户口或人才类居住证，但不可避免的是，本地户口的缺失

使新社会阶层不同程度经受了来自制度、社会和文化上的排斥与歧视，在相关政策安排上难以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成为制

度上的“二等公民”，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生活。其次是住房问题。作为城市的居民，新社会阶层同样

渴望在“安居方能乐业”的传统的“家”观念影响之下解决住房问题，但城市住房价格不断飆升的现实使他们举步维艰。第三

是社会保障问题，作为体制外的社会群体来说，其职业状态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加之用人单位担心增加人工成本等原因导致

新社会阶层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大都市现实的生活压力正在迫使新社会阶层开始选择逃离。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使用来自上海的最新调查数据，探讨新社会阶层逃离大都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期望这一研究对提高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生存状况和社会信心，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理性选择：经济因素的影响

迁移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的热点。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迁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机制，迁移行为激发了经济差异所蕴含

的发展潜力，并利用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是迁移行为发生的主要诱因，迁移行为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其

目的在于迁移到一个新地方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并且所获取的报酬足以抵消迁移成本。很多经验研究发现，人们会因为获

取更多的劳动报酬而选择迁移到经济发展程度更高的地方；同样，如果另一个地方的工资收入远远超过居住地，那么人们也随

之有可能发生迁移行为
[6]
。

假设 1：新社会阶层在上海的经济收入水平越高，越不会有离开意愿

在经济因素中，除了工作收入外，住房问题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发达的房屋市场对移民的迁移行为具

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7]
。空间同化理论认为，一旦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会通过购买住房等方式提升社会地位，进而融入

当地社会的“主流群体”
[8]
。通常而言，迁移者会根据与就业地的临近度、居住时间长短、职业地位、收入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因

素作为选择住房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拥有住房的所有权，对迁移地的归属感会增强，会降低迁移行为。既有的研究也证明，在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特定的社区情景中，住房产权会对政治积极性具有促进作用，拥有私有产权的公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

务
[9]
。

假设 2：新社会阶层在上海拥有住房产权，则离开意愿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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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居住迁移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而产生居住压力或不满做出的反应，居住迁移在某种程度上是

家庭集体需求和环境特征之间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对于移民来说，家庭因素会影响移民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家庭因素带来

的居住环境变化，进而促发进行迁移行为的发生
[10]
。不难理解，一旦建立稳定的婚姻关系，迁移意愿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

显著降低，婚姻状况的稳定性会对迁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作用
[11]
。由此可见，婚姻状况也是影响迁移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

假设 3：新社会阶层的婚姻生活状态越是稳定，越不会有离开意愿

对于新古典理论的一个批评在于，这一解释没有充分考虑制度性因素在移民迁移行为上的影响因素。在中国，户籍问题一

直是讨论的热点议题。既有的研究表明，户口是移民进行迁移选择的重要制度性限制，成为移民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12][13]

。从

现有制度法规看，我国的人才流动限制非常多，如就业限制、购房限制等。对个体来说，没有户口意味着无法享受居住在这个

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对城市的归属感便难以建立，更有可能发生迁移行为。

假设 4：拥有上海户籍的新社会阶层，离开意愿会明显降低

（二）社会支持：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概念
[14]
。社会支持网络是指能够给行动者提供实质性支持的社会网络，即能够帮

助获得或直接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资源（如信息、金钱、友谊、爱情等）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可以为移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支

援，可以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风险。通过社会网络支持，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减缓各种社会与心理压力，共同完

成利益关系网中的社会整合，从而形成更加稳定的居住行为
[15]
。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

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对移民来说，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充分，那么发生离开意愿的可能性就越低。

假设 5：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支持越充足，越不会产生离开的意愿

（三）社区参与：社区集体效能感的影响

辛普森（Sampson）最早提出社区集体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这一概念。社区集体效能感，指的是具有一定边界

范围的社区或邻里的居民所共享的对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和处理公共事务能力的信念。在辛普森的研究中，社区集体效能感

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根据集体效能感在社区这一特殊场域的应用，将其定义为社区居民对社区作为一个整体

处理特定社区事务的能力的信念；另一方面，社区集体效能感可以操作定义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对社区实施控制管理的意愿

这两方面的结合
[16]
。一些研究发现，社区集体效能感与社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社区集体效能感和居民的犯罪率、酗酒率，

以及身心健康水平等具有密切联系
[17][18]

。一个社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代表着社区居住者社区事务参与程度更深、对社区控制

管理的意愿更髙、归属感更强烈，自然越没有可能产生离开的意愿。

假设 6：新社会阶层的社区事务参与度越高，越不会产生离开的意愿

三、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7 年完成的一项大规模抽样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该调查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

划上海大学社会学 III 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负责设计和执行。该调查旨在设计一个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以获得城市民生状况、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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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基层治理的完整图景。该调查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1）居村调查：在全市 5732 居（村）委会中，抽

取 10%的样本，于 2015 年成功完成了 538 个社区的数据搜集。（2）住户调查：选取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 180 个社区，平均每个

社区访问 30 户居民，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最终的住户调查数据包括 5100 多户家庭问卷、8600 多份成人问卷（15 岁以上）

和近 1900 份少儿问卷（包括 1300 多名在沪儿童和 500 多名留守儿童）。这一调查项目，在国内外单个城市的调查研究中设计

最复杂、样本最大，为中国特有的城市社区创新性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料
[19]
。

（二）变量测量

1.新社会阶层

根据最新的权威定义
①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四大群体：一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指

受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的人员。二是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性产品服务的社会专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

人员。三是自由职业人员，是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

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四是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从事

或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人员，包括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采

编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根据国家对新社会阶层的定义，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新社会阶层”操作化定义为：（a）在非公有制部门工作、大专以上

文化水平、从事非体力劳动；或者（b）自雇、非体力劳动者。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在总样本中定义出 1302 位“新社会阶层”

人员。根据我们的调查样本总量（8631 名成人+1159 名在沪儿童），新社会阶层人数占上海常住居民的比例为 13.3%。这个数字

与已有的研究非常吻合。根据 2016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7 社会蓝皮书》
②
通过调查样本推算，北京、上海、广州

新社会阶层人士群体规模分别为 8.4%、14.8%、13.6%。根据上海市统战部的调研，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聚集地，上海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量约 365 万人，以中青年为主体，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普遍较高，主要集中于“四新”经济领域
③3
。按照

这个数字，可以推算出统战部定义的新社会阶层占上海全部常住人口比例为 15.1%。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根据我们这个定义，

从总样本中界定出的新社会阶层，从数量上来看，是非常合理的。

2.离沪意愿

离沪意愿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我们选取问卷中“您是否有离开上海到其他地方工作或生活的打算?”此题用于测量受访者离

沪迁移意愿。数据显示，在新社会阶层中，有 22.46%的人具有离沪意愿。

3.控制变量与自变量

新社会阶层群体的年龄平均为 35.3 岁，男性占 54.92%。从教育程度来看，大专以下学历占到 15.98%，大专学历有 32.33%，

本科学历达到 41.63%，研究生的比例为 10.06%。从雇佣身份来看，雇员的比例为 72.33%，自雇的有 16.98%，雇主（雇佣 1 人

及以上）占到 9.99%，其他的有 0.69%。从职业情况看，单位负责人的比例为 3.92%，专业技术人员有 35.87%，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占到16.51%，商业服务人员高达43.7%。机构性质是民营企业的有44.47%，民办企事业单位有4.3%，外资企业的比例为25.19%，

个体工商户有 22.28%，还有 3.76%机构性质为其他。年龄、性别、教育程度、雇佣身份、职业类别和机构性质构成本研究的控

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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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信息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2015-09/22/content_2937054.htm.

②信息来源：http://news, sohu.com/20170108/n478078995.shtml.

③信息来源：http://www.yinhangl23.net/news/1017829.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9/22/content_2937054.htm
http://news/
http://www.yinhangl23.net/news/10178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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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变量描述统计

变暈 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年龄 最小值：18 最大值：83 35.3 （10.12）

性别 0=女性 1=男性 0.55 （0.5）

教育程度 分为大专以下（15.98%）、大专（32.33%）、本科（41.63%）和研究 生（10.06%）

雇佣身份 分为雇员（72.33% ）、自雇（16.98%）和雇主（9.99%）

职业类别
分为单位负责人（3.92%）、专业技术人员（35.87%）、办事人员和 有关

人员（16.51%）、商业服务业人员（43.7%）

机构性质
分为民营企业（44.47%）、民办企事业单位（4.3%）、外资企业 （25.19%）、

个体工商户（22.28%）

自变量

收入 对原始数据取对数 9.97 （0.9）

婚姻状况 0=未婚 1 =已婚 0.69 （0.46）

住房产权 0=没有产权 1=拥有产权 0.56 （0.5）

户籍 0=没有上海户口 1=拥有上海户口 0.5 （0.5）

社会网络 0=得不到帮助 1=能够获得帮助 0.82 （0.38）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0=没有参与 1=参与过 0.27 （0.44）

收入是本研究自变量之一，考虑数据分布，我们对其进行对数转换。此外，婚姻、住房和户籍也是重要的自变量，有 69%

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已婚，56%的人拥有住房产权，有 50%的人拥有上海户籍。

对社会支持的测量，我们通过询问受访者“在突发情况急需 5 万元时是否能够获得帮助”来反映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新

社会阶层的支持情况。数据显示，有 82%的新社会阶层能够获得社会关系的帮助。

关于社区效能感，我们通过询问受访者参与社区事务活动情况进行测量，分别询问了受访者是否参与小区业主大会的投票，

是否参与关于小区公共事务的讨论会议以及是否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提供建议意见。受访者只要参与上诉活动的任何一

项，我们都认为其参与了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结果表明，有 27.04%的新社会阶层参与过各种社区公共事务。

四、模型结果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为了分析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作为基本

分析模型。

表 2 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收入 -0.059 -0.034 -0.062 -0.081 -0.077 -0.077

（0.083） （0.084） （0.083） （0.084） （0.085） （0.085）

婚姻状况（0=未婚） -0.640*** -0.626*** -0.492** -0.489** -0.488**

（0.170） （0.173） （0.179） （0.179）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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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0=没有上海户口） -1.130*** -0.817*** -0.819*** -0.817***

（0.164） （0.194） （0.194） （0.194）

住房产权（0=没有产权） -0.584** -0.580** -0.609**

（0.189） （0.190） （0.196）

社会网络（0=无法获得） -0.067 -0.070

（0.189） （0.189）

社区公共事务（0=没有） 0.109

（0.186）

年龄 -0.049 *** -0.048*** -0.031** -0.014 -0.013 -0.012 -0.013

（0.009） （0.009） （0.01） （0.01） （0.01） （0.01） （0.01）

性别（0=女性） 0.422** 0.444** 0.407** 0.470** 0.441** 0.441** 0.441**

（0.15） （0.153） （0.154） （0.159） （0.16） （0.16） （0.16）

教育程度（0=大专以下）

大专 -1.003** -0.998** -1.036** -0.782* -0.715* -0.709* -0.627*

（0.337） （0.337） （0.338） （0.342） （0.345） （0.345） （0.346）

本科 -0.644 -0.618 -0.700* -0.462 -0.328 -0.319 -0.328

（0.332） （0.334） （0.336） （0.341） （0.346） （0.347） （0.347）

研究生 -0.428） -0.367 -0.448 -0.141 -0.006 0.002 -0.016

（0.376） （0.386） （0.388） （0.396） （0.4） （0.401） （0.402）

雇佣身份（0=雇员）

自雇 1.21 1.215 1.19 0.928 0.84 0.839 0.856

（0.687） （0.686） （0.686） （0.684） （0.688） （0.688） （0.688）

雇主 -0.32 -0.321 -0.3 -0.312 -0.283 -0.281 -0.289

（0.316） （0.317） （0.316） （0.323） （0.325） （0.325） （0.326）

职业类别（0=单位负责人）

专技人员 1.493 1.421 1.427 1.934* 1.934* 1.941* 1.923*

（0.853） （0.86） （0.873） （0.876） （0.865） （0.866） （0.868）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0.326 -0.327 -0.296 -0.446 -0.443 -0.441 -0.424

（0.41） （0.41） （0.41（ （0.425） （0.424） （0.424） （0.425）

商业、服务业人员 -0.547 -0.557 -0.56 -0.524 -0.516 -0.518 -0.497

（0.439） （0.439） （0.44） （0.454） （0.453） （0.453） （0.454）

机构性质（0=民营）

民办企事业单位 -0.194 -0.212 -0.176 -0.208 -0.19 -0.196 -0.184

（0.366） （0.367） （0.369） （0.375） （0.378） （0.378） （0.379）

外资企业 0.063 0.069 0.126 0.324 0.344 0.344 0.344

（0.172） （0.172） （0.175） （0.182） （0.183） （0.183） （0.184）

个体户 -0.551* -0.559* -0.505 -0.608* -0.621 * -0.624 * -0.627*

（0.266） （0.266） （0.266） （0.275） （0.277） （0.277） （0.277）

常数项 1.043 1.647 1.249 1.244 1.345 1.372 1.373

（0.636） （0.978） （0.989） （0.991） （1.002） （1.003） （1.002）

N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II -634.279 -634.028 -626.985 -601.781 -596.993 -596.931 -596.758

注：1.显著性水平 *p﹤0.05，* *p﹤0.01，***p﹤0.001 ；2.括号内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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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为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xj 为影响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βj 为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

取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自变量取值变化而引起因变量的变化，β0为常数项，ε0为随机误差。

表 2为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的回归分析。模型 1为基准模型，从模型 2到模型 7，逐步加入主要的自变量。从模型结果可知，

（1）收入变量并不显著，说明收入对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没有影响作用，由此假设 1 不成立。（2）婚姻状况对新社会阶层迁

移行为具有一定作用，已婚人士更不倾向于离开上海。这印证了人们建立家庭关系以后，发生迁移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假设 3

得到验证。（3）户籍变量高度显著，且对离沪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和那些没有上海户口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相比，拥有上海

户口者对上海更具有归属感。假设 2得到验证。（4）住房产权同样具有显著性，说明拥有住房产权会影响新社会阶层的离沪意

愿，相对于那些没有住房的人来说，住房同样会增加对上海的归属感。可见，假设 4得到验证。（5）社会支持并不能对新社会

阶层的离沪意愿产生影响，假设 5不成立。（6）社会效能感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影响新社会阶层离沪意愿。新社会阶层参与

社区事务活动并不能降低离开上海的意愿。假设 6不成立。

五、结论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我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日趋多样，经济利益、组织形式、就

业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分化。同时，社会的劳动分工日益精细，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的服务性中介组织日益增多，中介组织从

业人员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另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自媒体、社交平台等媒介可以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影响

力。

现阶段学界对新社会阶层研究关注总体而言不多。学界对新社会阶层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新社会阶层规模、形成机制、政治

参与、社会态度等方面。本文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的最新数据，对上海市新社会阶层的离沪意愿进行了实证分

析。从分析结果可知，对新社会阶层来说，户籍和住房仍然是其产生逃离大都市的主要原因，理性抉择可能是新社会阶层离沪

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迁移本身是为了获取更美好的生活，户籍对新社会阶层的影响在于获取大都市居民平等的各项权利，因此上海户籍对新社

会阶层来说具有显著的价值吸引力。户口不仅是一系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集合，而且在工作、就业、生活信心和幸福感等

多个层面产生影响。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控制手段在发挥调控作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都市旅居者逃离的重要

推力。

住房产权的差异可能是当今中国社会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住房状况会给个体带来很多私人和社会后果，如家庭资产的累

积、社会参与行为、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是否拥有住房产权，也就成为社会差异和社会分化的重要指标。在大都市拥有自己的

住房足以说明个体得以在城市落脚，这种产权差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地位的显现，更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方

式和行为方式。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通过拥有住房，新社会阶层才能建立起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像上海这

样的大都市在经历房价持续暴涨之后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挤出效应”，大量新社会阶层可能会因为无法负担高昂的房价而逃离

大都市。这就意味着，被高房价逼走的不仅仅只有那些低收入、低学历的人群，新社会阶层同样也无法避免卷人这场旅居者逃

离的抉择之中。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将削弱城市经济、人才、文化等方面的魅力与活力。

本研究中，社区效能感对新社会阶层迁移意愿并没有影响作用，可能与新社会阶层社区事务参与度不高有关。一些研究显

示，虽然新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很强的社区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但是由于客观因素限制而难

以参与到具体的社区治理中去
[20]
。我们的数据也显示，过去一年，参与小区业主大会投票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仅有 19.3%；参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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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共事务讨论会议的比例仅为 5.96%；而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提供建议或意见的比例为 17.28%。对新社会阶层来说，

把他们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治理，或许是提高他们城市认同感的一种手段。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欠缺与不足。首先，迁移意愿并不能完全替代迁移行为本身，行动者最后迁移行为的发生一定是多种

因素复杂权衡的结果，本文只能通过这种意愿表达来反映其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其次，对新社会阶层离开上海的意愿抉择路径

的分析还相对简单，尚未充分讨论其复杂性。最后，对新社会阶层内部存在的多样性还没有充分剖析，其内部的异质性可能会

对迁移抉择影响作用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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